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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(代前言)

1灡 应当建立一支研究宋史的宏大队伍

就我国目前对各个断代史的研究情况来说,辽宋金史的研究是断代史

研究中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。与日本的辽宋金史研究情况相较,我们的研

究工作,特别是在辽金史的研究方面,也得承认是落后一些的。现在只谈

谈宋史的研究。

宋史研究在近代之所以不曾得到长足的发展,原因之一,应在于前代

人没有给我们遗留下较多的研究成果。《宋史》一书在元代末年修成以后,

明代即有很多学者对之很不满意,有的要重修而未果,例如汤显祖、归有光

等;有的则已经有了成书,例如王洙的《宋史质》、柯维骐的《宋史新编》、钱

士升的《南宋书》等。但明代学风,驰骛于空疏议论者较多,而笃实缜密则

非所趋重,故上举诸人,不论已有成书与否,其着眼点之所在,都不外乎“史

法暠、“义例暠、“文章暠、“褒贬暠等事,却不注意对元修《宋史》史料的增补和失

误的订正诸方面,对后来之研究宋史者实无多少助益可言。清代的史学家

们,包括乾嘉学派的人物在内,因大都没有机会看到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和

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等书,所以致力于宋代史事之研究而写成专书者,仅

有清末陆心源的《宋史翼》诸书是颇见功力之作。原因之二,似乎是在于没

有足以震动一时的新史料的发现,像商朝的甲骨、周朝的钟鼎、秦汉的竹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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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牍、敦煌石室的北朝隋唐文书、明清的档案等,因而缺乏一种刺激和吸引

的力量,不能使大量历史学家趋向于宋史这门学科之故。

但是,前代人没有为我们遗留下较多的研究成果,这固然可以说是一

件不幸的事;而没有足以震动一时的大量新史料的发现,却又使有关宋史

的资料有较大的稳定性,不会像其他断代那样,因为有层出不穷的新史料,

以致常常使昨日研究的成果,今日又可能为新的资料所动摇或推翻。当

然,在没有大量新发现的史料的情况下,宋代的史料,对任何一个宋史研究

者来说,也是异常丰富,足供搜讨和采择的。这是因为,在宋代,刻板术已

极盛行,造纸术也有很大的发展,所以各种文字记载之流传于后代者特别

多。其中,不但纪传、编年、纪事本末这几种体裁的著作是历史书,即对于

古代经典的注释中,也常常有一些涉及当代军国大事的评述,笔记杂谈一

类书中专记时事的也非常多,而各种文集当中的碑传墓志更多与一代史事

相关联。清代的章学诚曾说“六经皆史暠,就宋代人的著述来说,则更不妨

说“四部暠皆史。既有如此丰富的史料遗存,又没有新发现的史料对它们进

行冲击,这对于今天的宋史研究者来说,应该说是一种最有利的条件,有了

这样的条件,对于前面所说的那一不利条件,即前代研究成果的太少,也正

可以变坏事为好事,这正便于我们可以纵横驰骋于宋代历史的各个方面和

各个角落,去做一些具有开拓性、开创性的工作,不患英雄无用武之地。更

何况,即使前代人已经作出了研究成果的一些问题,在今天,我们也应当在

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、方法的指引下,去一一重新给予估价和

考察,用武之地就更为无限了。

我们不应当容忍宋史的研究长此落后于其他断代,甚至落后于域外学

者对于这一断代的研究。我们所有有志于宋史的研究者,应当群策群力,

分工协作,以迎接挑战的姿态(因为事实上我们早已面临着挑战了),深入

地进行一些理论的探讨,踏踏实实而又穷搜博采地收集一些资料,把宋史

的研究开展起来,使我们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,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

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说,这是我们应当作出的贡献,也是我们能够作出的

贡献。唯一的先决条件,就是我们必须以拼搏精神,付出极大的努力,而不

容许寻求捷径,甚或投机取巧!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谈
谈
有
关
宋
史
研
究
的
几
个
问
题
氞
代
前
言
氠

3暋暋暋暋

2灡 必须正确估价宋代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

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。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

文明所达到的高度,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,可以说是空前绝

后的。这说明,封建社会在其时还具有很旺盛的生命力,还处于向前缓慢

发展的阶段,而不是已经到达了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,也还并没有出现资

本主义的萌芽。

且就下举一些事例来论证上述的论点:

(1)在农业生产方面,江南湖泊水渠较多的地区,在北宋期内已出现了

大量的圩田,这使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,因而出现了“苏湖熟,天下

足暠的民谣。

(2)中国的四大发明,造纸术虽开始于汉代,而其普遍盛行和技术的大

量提高,则是宋代的事;火药和刻板术的发明虽都是唐代的事,但此二者之

被广泛采用也都在宋代;发明胶泥活字的毕升也是北宋人;指南针的发明

则无疑为宋代的事。

(3)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当中,记载了很多关于科学技术的事,这固然说

明沈括本人科学知识的丰富,同时却也反映出宋代社会上科学技术的水平

较前代大为提高。

(4)哲宗时曾做过宰相的苏颂,发明了一种名为水运仪象台的报时器,

也可简称为天文钟。其中已经使用了擒纵器。

(5)两宋海上贸易之盛,远非前代之所能比。运往国外的物品,主要为

丝绸、瓷器等,这也反映出这两种物品生产量之如何丰富。

(6)在精神文明方面则是:

栙文学———北宋前期的士大夫们已在大力提倡写作韩愈、柳宗元式的

古文,使宋代文风较前代起了很大变化。所谓的唐宋八大家,北宋一代就

占了六名。改骈为散,对于学术文化的传播有很大便利。为了配合音乐,

便于歌唱,由五七言诗衍化而成的长短句,即“词暠,在宋代也发展到登峰造

极的地步,为元明清诸代之所不能企及。

栚史学———宋代史学的发展所达到的水平,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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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最高的。在官修的史书当中,有起居注、时政记、日历、实录、会要、国史

等类别的书,所记录的都可称为原始资料,尽管其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弄虚

作假的东西。我认为,宋代史学的发展,主要的不是体现在官修史书种类

之多,而是体现在私家著述的质量及其所创立的体裁方面。且以司马光的

《资治通鉴》为例:

对于司马光的政治主张及其实践,似乎都很难给予很高的评价,但对

他在史学方面所作出的贡献,却应予以充分肯定。司马迁自述其撰写《史

记》的宗旨是: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。暠司马光编写《资治

通鉴》时虽不曾标举出这样的宗旨,而《通鉴》却也确实体现了这样的宗旨。

他在编写《通鉴》时,首先把有关资料编写为“长编暠,最后则又把不采入正

文中的歧异记载收入另册,名曰《考异》,与《通鉴》并行。在历史编纂学方

面,从此开创了一种新的而且是很好的方法和体裁。于正书之外再有《考

异》,就可以使后来的研究者有“递相稽审,质验异同暠的余地了。南宋史学

家李焘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、李心传的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诸书,于每条

记事之下,大都附有大段的注文,胪举各种异说异文,虽没有辑成专书,称

作“考异暠,与本书并行,实际上却完全是沿用《通鉴考异》的做法。可见司

马光新开辟的这条修史蹊径,对于后代的史学界起了何等重要的影响。

李焘遵循司马光编写“长编暠时那一“宁失之繁,毋失之略暠的原则,和

胪举异说以便读者参考抉择的办法,所以,他虽然是一个“耻读王氏(按:指

王安石)书暠的人,而在他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宋神宗朝的史事当中,却

大量地引用了王安石的《熙宁奏对日录》,有的写入正文,有的附入注文之

内。在这部《日录》久已亡佚的情况下,我们正可藉此而得深入了解有关变

法的一些议论和周折。另如关于宋太祖太宗兄终弟及时的“斧声烛影暠事

件,李焘写在正文中的文字不是太多,而注文中所附录的各种记载却是“连

篇累牍暠,又复不加辨析,以致被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评为“考据未明暠,使

成“千古疑窦暠。其实李焘对于此事一定是不敢直书其所见(看来他是认为

太祖乃为太宗所害的),故意地引录众说,使之迷离惝恍,启读者之疑窦的。

这也正好体现了“考异暠的一种妙用。而“考异暠又是前代的任何史学著作

和宋朝任何一种官修史书中所都没有的。

着重于当代史的记述,是中国史学家们的一个优良传统,司马迁《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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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》的最精采部分即在于秦与西汉前期的一些叙事;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也可

算是以当代人记当代事。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的最精采之处则是唐至五

代十国部分。然而唐和五代还只算是司马光的近代史,依照司马光的设

想,原是打算在写完《通鉴》之后再着手写一部《资治通鉴后记》,即专写北

宋建国后的历史,也就是司马光的当代史。他早已开始了积累资料的工

作,可惜他的这一志愿终于未能实现。李焘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和李心传

的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以及徐梦莘的《三朝北盟会编》等书,却都是以当代

人记当代事了。可见着重当代史的这一优良传统,在两宋的史学家中也得

到了很好的发扬。

栛哲学思想———北宋的思想家们,对于从汉到唐的儒生们拘守其各家

的师法,并拘限于章句训诂之学的学风,大都深致不满,都要对儒家经典所

涵蕴的义理进行阐发,遂形成了一种与汉学对立的所谓宋学。过去,人们

大都把宋学与理学等同起来,这是很不恰当的。理学(即《宋史》所称“道

学暠)是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才形成的一个学派,一直到十一世纪之末,即

宋徽宗即位之前,在北宋的学术界是不存在理学家这一学派的。

着重于阐发儒家经典义理的宋学,也可以称作新儒学。事实上,它是

儒家学者与佛家学者和道家学者在长时期的互相排斥、互相斗争、互相渗

透、互相吸取之后的一个产物。黄老学派,以及由这一学派演化生成的道

教,全是中国的产物,久已与儒家学派在发生着既排斥又交流的关系,不只

宋代为然。对此问题,姑置不论。下面只略述佛学与儒学的关系。

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,是宗教而不是一个学术流派。魏晋南北朝

期内,佛教经典著述大量译为汉文,才传入了佛学。当其时,玄学与清谈之

风正盛行于士大夫之间,其内容乃是儒家思想与老庄思想的混合物,这正

好为接受佛典及其义理准备了条件。故在南朝,讲习佛教的经、论之风即

大为盛行,出现了一些知名的经师和论师。及讲说日久,在理论上既各有

发展,且多与儒家道家的互相糅杂,从而各派也不再恪守经说,大多有所改

造。例如天台宗、华严宗所讲论的均已不是印度的原貌。禅宗所倡导的

“佛性本自具足,三宝不假外求暠和“顿悟成佛暠诸说,即皆出自魏晋玄学,全

非来自印度。从隋唐时起,各教派即都自认为“得正法暠,受真传,借为本派

力争正统地位。还都极力抬高本教派的传授历史。例如,中国僧人所创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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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禅宗,定要追认菩提达摩为其始祖;天台宗也定要上溯至北朝的慧文、慧

思。各派都搞“定祖暠活动以争取法统、道统中的正统地位。

受到佛教争法统(道统)的影响,唐代的儒家人物韩愈便首先在《原道》

一文中也提出儒家道统的继承问题,说什么“尧以是传之舜,舜以是传之

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,文武周公传之孔子,孔子传之孟

轲,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暠。此说一出,后来的儒家便一致接受并世代相传。

理学家并不推崇韩愈,但对于“道统暠之说则不但接受而且维护。

佛教徒众的生活来源,最初只靠行乞与“受请设会暠(即由施主布施)二

者,但南北朝的统治阶级大多崇信佛法,寺院财产(包括动产与不动产)均

极雄厚。这对各教派的发展具有极大推动力。具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寺庙,

在唐代即频频举行僧讲(专对僧人讲佛教经典)和俗讲(专对世俗人讲通俗

道理以募集钱财)。

儒家学派的人也因此而受到启发和刺激,故在唐末五代就开始出现了

儒家创建的书院,到宋代更出现得较多,且有著名的四大书院。

儒家学者之所以要抛弃汉唐学者的章句训诂之学而趋重于阐发经典

中的义理内涵,其内在原因固在于对汉儒繁琐哲学的厌弃而要转移方向,

而其外部原因则也是在于看到佛教的那些学问僧都在讲说心性之学,便也

想在这一方面能与之一较高低之故。与韩愈同时的李翱写了一篇《复性

书》以阐发《礼记》的《中庸》篇中“尽性命之道暠的道理,是从事于这种努力

的第一人,也可以说他是宋学的一个先导。

既然要在讲说义理方面与佛教学者和道家学者争高低,便不能不把佛

学和道家的理论中可以吸取的部分尽量加以吸取。生活在宋真宗、仁宗之

际的一个名叫晁迥(951—1034)的学者,既“崇尚佛乘暠、“归心释教暠,又把

“老庄儒书汇而为一暠,而他却始终是以一个儒者的面目出现。尽管他在

《宋元学案》中并未占有一席之地,但他的这种学风在当时是很有代表

性的。

《宋元学案》把胡瑗列居宋代学者的首位。胡瑗(993—1059)所著《安

定易说》、《周易口义》等书,全是着重于义理的阐发,而对于《易》中的“象

数暠则“扫除略尽暠,成为宋代以义理说《易》的先驱。这也应是受到了释家

讲说心性的影响的。他先后在苏州和湖州的州学中做教授,把学舍分为两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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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:经义斋和治事斋。“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、有器局、可任大事者,使之

讲明六经。暠这可见,胡瑗的治学,已经不是去搞章句训诂,而是重在讲明大

义,所以要选取一些“心性疏通暠的人去治经义。他所选取的人,还要“有器

局,可任大事暠,说明他的“讲明六经暠是要“学以致用暠。看不出胡瑗与佛道

两家在学术上的直接关系,但他并不像石介那样地排斥佛老。就对北宋的

学术影响来说,在所谓“宋初三先生暠当中,胡瑗是远远高于孙复和石介的。

《宋元学案》的诸作者,对于王安石(1021—1086)都存有偏见,故把《荆

公新学略》置诸最后,这是很不公允的。

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,是一个援法入儒的人;作为学问家的王安石,又

是一个把儒释道三家的义理融合为一的人。他曾当面向宋神宗说:“臣观

佛书,乃与经合。盖理如此,则虽相去远,其合犹符节也。暠“臣愚以为,苟合

于理,虽鬼神异趣,要无以易。暠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三三,熙宁五年五

月甲午)又,释惠洪在《冷斋夜话》中载有一事说:“舒王(按:即王安石)嗜佛

书,曾子固欲讽之,未有以发之也。居一日,会于南昌,少顷,潘延之(名嗣

兴)亦至。延之谈禅,舒王问其所得,子固熟视之。已而又论人物,曰:‘某

人可秤(抨?)。暞子固曰:‘弇用老而逃佛,亦可一秤。暞舒王曰:‘子固失言也。

善学者读其书,惟理之求,有合吾心者,则樵牧之言犹不废;言而无理,周、

孔所不敢从。暞子固笑曰:‘前言第戏之耳!暞暠我认为这段记载也是可信的。

王安石还曾说:“圣人之大体,暡后世暢分裂而为八九……有见于‘无思

无为,退藏于密,寂然不动暞者,中国之老、庄,西域之佛也。暠(《涟水军淳化

院经藏记》)而他本人不但对佛经作了《楞严经解》,还对《老子》作了注释。

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说他对于“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暠,是事实。他与

新党的吕惠卿等人共同撰写的《三经新义》,也都是重在发挥义理而不是重

训诂名物方面的。

晁公武的《郡斋读书志》,在《王氏杂说》的《解题》中引有蔡卞所作《王

安石传》(可能是《神宗实录》中的附传)中的一段话,说道:“宋兴,文物盛

矣,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。安石奋乎百世之下,追尧舜三代,通乎昼夜阴阳

所不能测,而入于神。初著《杂说》数万言,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。于是

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,窥性命之端云。暠在《字说》的《解题》中则又说道:

“介甫晚年闲居金陵,以天地万物之理著于此书,与《易》相表里。而元祐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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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者指其糅杂释老,穿凿破碎,聋瞽学者,特禁绝之。暠

《杂说》、《字说》两书俱已失传,《杂说》的内容不可知,《字说》则是讲文

字学的,亦即属于“小学暠一类的书,王安石却结合天地万物之理去阐发文

字的涵义,可知他和他的同党们所编纂的《三经新义》更必然是把重点放在

阐发义理方面的。而他所阐发的义理,如所周知,又都是为他的变法服务

的。这也就是说,他的通经也是为了致用的。

周敦颐(1017—1073),即所谓“濂洛关闽暠中之“濂暠(他是湖南道州营

道人,家居濂溪)。他的学术渊源是:陈摶得《先天图》于麻衣道人,以授种

放,种放授穆修与僧寿涯,穆修以《无极图》授周敦颐,而僧寿涯则以“先天

之偈暠授周。因此,受禅学影响很深的陆九渊对周敦颐是不太推重的。他

曾写信给朱熹说:“希夷之学,老氏之学也。暠“《老子》首章言无名天地之始,

有名万物之母……无极而太极,即是此旨。老氏学之不正,见理不明,所蔽

在此。暠

朱熹和张栻,因受道家思想影响比陆九渊较多,对周敦颐就都极为推

崇。朱熹说他“奋乎百世之下,乃始深探圣贤之奥,疏观造化之原,而独心

得之,立象著书,阐发幽秘,辞义虽约,而天人性命之微,修己治人之要,莫

不毕举暠(《袁州州学三先生祠记》)。张栻说他“崛起于千载之后,独得微旨

于残编断简之中……孔孟之意于以复明暠(《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》)。试看

朱张称颂周敦颐的这些话,与蔡卞称颂王安石的那些话是何等的相似!

程颢程颐兄弟受学于周,大概只属于启蒙教育,但二程却把儒家学说

发展得更抽象、更玄妙精微,并且也更着重于个人的身心的修养。其后再

经程门的一传、再传的弟子们的宣扬传布,到南宋便形成了理学家这一

流派。

北宋的这些学者们,全都是以“致广大、尽精微暠为其治学宗旨的。唯

其要致广大,故都有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;唯其要尽精微,故都要把儒家学

说的义理进行深入的探索。以这一治学宗旨为标准,除上举诸人之外,范

仲淹、李觏、欧阳修、司马光以及三苏等人,也全都可以算作宋学中的重要

人物,尽管他们的思想见解有大相歧异之处。

宋朝南迁后,理学的流派已经形成,又有朱熹、陆九渊等数大师出现,

这一学派在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声势和影响都很大,但并不能说它已居于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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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地位。例如与朱陆同时的著名学者林栗、程迥、程大昌,先后出生于浙东

的吕祖谦、郑伯熊、薛季宣、陈傅良、陈亮、叶适等,就都不能列入理学家中,

而是只能称作“宋学家暠的。其专以史学家著称的李焘、李心传、彭百川、王

赏、王称等人,自然更都不能称为理学家了。

总之,宋代新儒学(包括理学而不应太突出理学)的发展,在中国封建

社会历史时期内,也可说是空前绝后的。

3灡 怎样研究宋代的历史

第一、宏观的研究方法

这首先要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研讨,察看宋代的历史究竟处于封

建社会的哪个阶段。对于这一问题,在宋史研究者中迄今并未得出一致的

意见。有很多人认为,在宋代,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;在地

租形态中,也已经出现了货币地租。我以为,这一说是不很妥当的。因为,

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,必须具备一些一定的条件,例如:(1)劳动力的商品

化,即劳动者可以自由出卖其劳动力;(2)必须有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厂;(3)

必须有包买商人的出现;等等。而在宋代,却是并不具备这些条件的。至

于货币地租,则一直到解放之前,中国全部境土上还不曾出现过货币地租,

更无论于宋代了。在宋代出现的类似货币地租的,全只是一种折租,即仍

以实物租为本位,而因某种缘由,临时把实物折合为货币缴纳的。这不能

叫货币租。这种种说法既都不能成立,故两宋时期仍然是封建社会。如前

所举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诸事例,说两宋已届封建社会的衰落期或崩

溃期也是不妥当的。最正确的说法应该是:它依然处于封建社会缓慢上升

的时期,也可称之为封建社会的中期。

其次,须与十至十三世纪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较,以确定两宋所应占

有的历史地位。不论从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发展的水平来说,当时的中国

(以宋政权为代表)实际上全是居于领先地位的。这不但从中国的四大发

明来说,只有造纸术是在唐代传入西方的,印刷术、指南针以及火药的使

用,西亚和欧洲诸国则无不是在十三世纪以后;而从两宋与亚、欧、非诸洲

的海上贸易来说,从中国运出的,大都为瓷器、丝绸以至铜钱之类,亦即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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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为手工业制造品,而从那些地区与国家交换来的,则多为香料、药材、象

牙、玛瑙、车渠、苏木等物,亦即大多为从自然界采集而得者。两相比较,其

孰为进步,孰为落后,自然也是很清楚的。

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宋代(或者说从十至十三世纪)能发展到这

样的高度? 这个问题当然要从历史发展的动力来寻求解答。在今天,我们

不应该对这个动力问题仅仅给予简单的答复,例如说,只有农民的战争和

农民的起义,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。北宋政权并不是农民战争的

产物;在北宋末年发生的宋江、方腊所领导的起义,也全是局部性的,与唐

末、元末或明末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无法相比,我们不能牵强附会地说方腊

(更不要说宋江了)的起义曾迫使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有过什么改

善。南宋一代的许多次农民起义,包括初期的钟相、杨幺、范汝为,以及发

生于晚期的江西、福建等地的农民起义,也无不如此。因此,只给予简单的

解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

恩格斯在《暣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暤英文版导言》中说:“用‘历

史唯物主义暞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,这种观点认为一

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、生产方式和交

换方式的改变、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,以及这些阶级彼此

之间的斗争。暠他在《论住宅问题》一文中也说道:“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

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、一切政治、哲学和

宗教的。暠我认为,要追寻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,也包括要寻求宋代的

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所以有那样高度的发展,是必须遵循着这样一些原

则,从极为错综复杂的一些方面去寻求,才最为妥当的。

第二、微观的研究方法

宏观是对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笼罩全局的鸟瞰,微观则是对具体到

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的某种典章制度,某种社会现象,某种新兴事物或思

想学说,某个特定事件,某次群众运动,某一特定历史人物,以及类似这样

的一些问题的研究。这样的研究便要要求研究者能广泛地去阅读有关史

籍,大量地钩稽有关资料,再做一番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的审核考订工作,

然后细致地加以排比和梳理,分析和综合,阐发和评价,写为论文或专著。

从事于微观研究,必须练就一些基本功力。过去,我曾因提出目录、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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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、年代、地理为治史的四把钥匙而受到批判,那是发生在极左思潮占统治

地位期内的事。严肃认真地说来,在我们以马列主义为指导、运用辩证的

方法进行研究时,上举四个方面的基本功还是必须具备的。现在只就与研

究宋史有关的目录学略说几句。

从研究宋代史事来说,单凭靠一部清人编纂的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就

可以从中找到绝大部分可用史籍。从十九世纪以来,新出现的重要宋代史

籍,只有《宋会要辑稿》、《宋大诏令集》和《庆元条法事类》等书,为数有限。

但是,我在前面尽管说过,从乾嘉以至近代,研究宋史的成果并不多,而对

那些仅有的成果我们却必须心中有数。对于当今国内外学者研究宋史的

信息和情况也必须灵通和了解。目前欧、美、日本的汉学家中专家辈出,不

予以足够的重视,不把过去长时期中外学术隔绝所造成的损失疾起进行补

救,那对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也是极为不利的。以上也可算作目录学知识

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就研究宋史的必读书籍来说,不论你所想要研究的是属于哪一方面的

问题,下开几种最基本的史籍是非阅读不可的:

(1)李焘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五百二十卷

(2)李心传的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二百卷

(3)徐梦莘的《三朝北盟会编》二百五十卷

(4)《宋史》中的部分《志》(如《选举》、《兵》、《食货》、《河渠》等)和部分

《列传》。《宋史》既极芜杂,且卷帙过多,只应从中选读一些篇卷,而很难遍

读全书。

(5)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各《考》中讲述宋代的部分。清人章学诚虽对

马端临和《文献通考》均力加贬抑,但《通考》中对宋代各种典章制度的记

载,却都是可与《宋史》中的《志》互相补充的。

(6)黄宗羲、全祖望等人著《宋元学案》一百卷

以上虽然把宏观与微观分别列举,事实上,对每个研究者来说,必须力

求把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才行。因为,如果不在一种正确的观点指引

之下,而心中又无全局,这样就去进行微观的研究,则势必失之支离繁琐而

无所统属;如果不在微观方面作一些踏踏实实的搜讨钻研,而好高骛远,专

去从事于宏观的探讨,那等于没有坚牢精密的部件而硬要拼凑为航空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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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,是不会不失败的。

最后我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。两宋政权只是从十世纪到十三世纪先

后出现在中国境土上的几个割据政权之一,而先后与之对峙的辽(也叫契

丹)、西夏和金,也都同样是当时的一个割据政权。对其同时并存的诸政

权,例如辽与北宋和西夏,金与南宋和西夏,如果我们只以其中的某一个政

权及其统辖区域内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,对其他的两个则弃置不顾,这是

很不合适的,实际上也是做不通的。所以说很不合适,是因为我们不论要

以哪个政权及其统辖区域内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,我们都必须对那一时期

的全局作宏观的观察,不能再依照历史上原来的政治格局而加以分割。所

以说实际上做不通,则是因为,它们之间既经常有些交涉和战争,如仅仅明

了一方的情况而不了解对方的,则这一研究工作必不能到达应有的深度与

广度,也就是说,从微观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说,它也是并不合格的。

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,地大物博,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则极不平

衡,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彼此不同,各政权的典章制度也互有歧异,因此,在

某些并不互相关联的问题上,不但可以把辽、宋、西夏、金的历史问题分别

进行研究,即在辽、宋、西夏与金的辖区之内,也可以进行分地区、分行业、

分专题的研究。我在上面所说的话,并不是排斥这样一些研究工作的。

(原载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6年第2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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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赵匡胤于959年六月被后周世宗用为殿前都点检。其后不多天周世

宗病死,他的年方七岁的儿子继承了帝位。这种“主少国疑暠的局面引起了

赵匡胤夺取政权的野心,他便极力对后周政府中某些职位较高的军政人员

进行笼络。到960年正月初,在赵匡胤“自编自导暠之下,演出了一幕富有

戏剧性的“陈桥兵变,黄袍加身暠的事件,终于把后周政权转移到自己手中,

从此开始了北宋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。

爆发于第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大规模农民战争,是从中原地区开始的,

到八十年代,起义的农民军从关中撤离,又是在中原地区被扑灭了的。紧

接在农民战争之后,黄河下游的几个封建割据军事势力之间便又火拼起

来,使得潼关以东和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的人民日夕处在战祸之中,生产

事业全部遭受到破坏,或则根本无法进行。这样的局势一直延续到北宋政

权建立之日,基本上并没有结束。

我说从960年开始了北宋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,这意思是说,北宋

从后周政权所承袭下来的地盘,只是黄河中下游以南以北以及淮河流域各

地,而在黄河流域的河东(今山西省)尚有一个北汉小王国,河北北部从易

州、幽州向东向北则早被石敬瑭出卖给契丹国(辽国)。此外,从长江上游

到长江下游,在成都,在常德,在江陵,在杭州,在金陵,都有一个独立小王

国。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州和泉州,也各有一个割据势力存在着。

还有另外的一种因素,也因经过长期的积累而造成了一种严重的社会

病症,那就是:从第八世纪晚年以来,唐政府明令改变了税收制度,放弃了

租庸调法而改用两税法,不再依照纳税户的丁口而只依照其地产多少而抽

取国税。尽管两税法并没有施行得很久,其定章即为唐政府自身所破坏,

然而从此以后,即从晚唐以至五代十国,各朝代的政府对于农田的分配问

题却全都不再过问,对于农业劳动人手的移徙流亡也都不再关心了。再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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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以从第九世纪后期以来的长时期的战乱频仍,特别是在遭受战祸最久最

惨的中原和华北地区,生产事业不能正常进行,大量人口不断地从土地上

被排挤出来,社会上的病象自然也要益发复杂化和严重化了。

基于上述种种,在北宋政权建立之日,摆在北宋最高统治集团面前迫

切需要解决的,是属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:

第一,是属于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,其具体内容是:(1)农村中破产失

业人口之日益加多;(2)一方面有大量没有土地的劳动人民,而诸路州县却

又都有大量荒地不得开发;(3)豪强人家之肆行侵夺兼并,以及包庇大量的

附庸户;(4)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农村的侵蚀日益加剧,还正在替土地

兼并开辟道路。

第二,是如何使赵姓政权能够巩固,使它能够益寿延年,而不再成为五

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朝代的问题。

第三,是如何把已经继续了六七十年的割据纷争局面(如果从唐代中

叶以后即已出现的藩镇割据局面算起,便应当说已经继续了近二百年了)

加以结束的问题。

第四,是如何把燕云十六州收复回来,以便能够凭借长城作为国防线

的问题。

二

我在上面所举述的,是说,在北宋政权建立之初,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上

和军政局势方面的一些客观情况和现实问题,都要求着新掌权的北宋最高

统治集团予以适当的解决。在赵匡胤和北宋初年最高统治集团中人的主

观认识上,对上述诸问题的缓急轻重的判断,和我在上面所安排的层次和

地位却还是有着区别的。

北宋政权是紧接在五个短命朝代之后而出现的,而那五个朝代之所以

短命,除了后梁是被长期与之对立斗争的另一军事实力派(在太原的李克

用、李存勖父子)所推翻、后晋是被契丹入侵者所颠覆的以外,其余各朝则

都是被统治集团内部的军人所篡夺的。因此,在赵匡胤既已把政权夺取到

手之后,便把如何防止政权转移问题认作最首要的问题。因此,赵匡胤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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